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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整合危重症患者代理决策者决策体验的质性研究,揭示代理决策者共性体验,为开展针对性护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系统检索国内外数据库有关危重症患者代理决策者生命支持治疗决策体验的质性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3年11月。对纳

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应用汇集性整合方法对提取结果进行整合。结果
 

共纳入12篇文献,提炼42个主要结果,归纳为11个类

别,最终形成4个整合结果:艰难的决策过程,复杂的情感体验,多样的决策需求,生命末期的综合考量。结论
 

危重症患者代理决

策者面临多元决策挑战,建议医护人员增加对代理决策者的关注,制订综合支持策略,增强代理决策者在生命支持决策中的应对

能力,减轻代理决策的情感压力。
关键词:危重症; 代理决策者; 替代决策; 决策体验; 决策冲突; 质性研究; 生命支持; 机械通气

中图分类号:R471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4.23.087

Meta-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studies
 

on
 

experiences
 

of
 

surrogate
 

decision-makers
 

in
 

making
 

life
 

support
 

decisions
 

for
 

the
 

critically
 

ill Cui
 

Mengjiao,
 

Huang
 

Ping,
 

Wang
 

Fang,
 

Liu
 

Fan,
 

Liu
 

Caiyan,
 

Chen
 

Jinghao,
 

Chen
 

Lu.
 

Nursing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0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tegrate
 

the
 

exis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experiences
 

of
 

surrogate
 

decision-makers
 

(SDM)
 

in
 

making
 

life
 

support
 

decisions
 

for
 

the
 

critically
 

ill,
 

to
 

explore
 

their
 

common
 

experience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argeted
 

intervention.Me-
thods

 

A
 

systematic
 

search
 

was
 

conducted
 

in
 

databases
 

including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WanFang
 

Data-
base,

 

VIP
 

Database,
 

SinoMed,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PsycINFO,
 

and
 

CINAHL
 

for
 

studies
 

regarding
 

the
 

expe-
riences

 

of
 

SDM
 

in
 

making
 

life
 

support
 

decisions
 

for
 

the
 

critically
 

ill,
 

from
 

database
 

inception
 

until
 

November
 

2023.Qual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was
 

evaluated,
 

and
 

the
 

meta-integr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explain
 

and
 

integrate
 

the
 

research
 

findings.Results
 

A
 

total
 

of
 

12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from
 

which
 

42
 

results
 

were
 

extracted
 

and
 

summarized
 

into
 

11
 

categories.These
 

cate-
gories

 

were
 

further
 

synthesized
 

into
 

four
 

integrated
 

themes:the
 

challenging
 

decision-making
 

process,
 

complex
 

emotional
 

feelings,
 

diverse
 

decision-making
 

needs,
 

and
 

end-of-life
 

care
 

considerations.Conclusion
 

SDM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face
 

multifaceted
 

deci-
sion-making

 

challenges.It
 

is
 

recommended
 

that
 

healthcare
 

providers
 

increase
 

attention
 

to
 

SDM,
 

develop
 

comprehensive
 

support
 

strategies,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cope
 

with
 

life
 

support
 

decisions,
 

and
 

ultimately
 

alleviate
 

their
 

emotional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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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决策者(Surrogate
 

Decision-makers)是指为

失去决策能力、无法自主决策的患者做出临床决策的

人[1]。在重症监护室中,高达95%的患者因严重疾

病、镇痛镇静等原因,常处于昏迷和麻醉状态,失去独

立做出医疗选择和明确表达治疗偏好的能力[2]。此

情境下,代理决策者不仅要在医疗团队的指导下代表

患者表达意愿,还需在缺乏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维护患

者的最佳利益,经常因机械通气、心肺复苏等生命支

持类高风险决策而承受巨大的压力与情感负担[3-4]。

这一决策过程涉及伦理道德、情感和不确定性的复杂

交织,导致代理决策者出现焦虑、抑郁,甚至长期的心

理创伤和决策后悔感,不仅影响决策过程的质量,还
可能对其自身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5-7]。目前,
国内外关于危重症患者代理决策者决策体验的研究

逐渐增多,但单一的质性研究因样本多样性、方法偏

差、解释的主观性,使其结果难以泛化到普遍的人群

与情境中。因此,本研究将从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视

角,整合代理决策者在危重症患者生命支持医疗决策

中的经历与感受,以期为优化医疗决策过程、提高医

疗服务质量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检索策略 本系统评价已在PROSPERO注册

(CRD42023433588),并按照系统评价和 Meta分析

(PRISMA)清单的首选报告项目进行报告[8]。计算

机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

网、SinoMed、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

PsycINFO和CINAHL数据库中危重症患者代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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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生命支持治疗决策体验相关的质性研究,检索期

限为建库至2023年11月,并通过文献追溯法检索参

考文献。同时应用了额外的过滤器,将搜索限制在以

英语发表的文章和与感兴趣的特定主题相关的文章。
采用主题词结合自由词的方式检索文献。中文检索

词为:替代决策,代理决策,家庭成员,照护者;生命支

持,延续生命治疗,维持生命治疗,临终决策,机械通

气;体验,感受,经历,质性研究。英文检索以 CI-
NAHL数据库为例,检索式为Apply

 

equivalent
 

sub-
jects:(“life-sustaining”

 

OR
 

“life-prolonging”
 

OR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surrogate
 

decision
 

maker”
 

OR
 

“decision-making”)
 

AND
 

(“qualita-
tive”)。
1.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研究对象

(Population,P)为需实施或者已经接受延续生命治

疗的危重症患者,如机械通气、心肺复苏、血管活性药

物的使用等;②感兴趣的现象(Interest
 

of
 

pheno-
mena,I)为代理决策者对生命支持类治疗决策的需

求、体验、感受;③情境(Context,Co)为医院、养老机

构、康复机构或者其他医疗中心;④研究类型(Study
 

design,S)为扎根理论、民族志、现象学等质性研究。
排除标准:①非中英文、无法获取全文、重复发表的文

献;②量性研究、意见文章、评论、综述、案例报告;③
经文献质量评价后质量极低且信息贫乏,无法为 Me-
ta整合提供有价值数据的研究。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将检索文献导入到

NoteExpress软件中去重后,由2名参加过循证护理

培训的研究者按照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

献,意见不一致时由第3名研究者介入裁决。相关数

据由1名研究者提取到Excel表格中,随后由另1名

研究者进行准确性审查。提取的数据包括作者、国
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感兴趣的现象和主要结果。
1.4 文献质量评价 由2名研究者依据JBI循证卫

生保健中心质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2016版)[9]对纳

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意见不一致时由第3名研究者

介入判断。质量评价内容包括10项,均以“是”“否”
“不清楚”“不适用”评价。全部符合标准评定为 A
级,偏倚可能性最小;部分符合标准评定为B级,偏倚

可能性适中;完全不符合标准评定为C级,偏倚可能

性最大。本研究仅纳入质量等级A、B级文献。
1.5 资料分析方法 应用汇集性整合方法对提取主

题进行整合。研究者通过对纳入原始研究内容的反

复阅读,识别和提取各研究中的主要结果,经反复比

较和讨论,合并相似的初步主题,将初步主题进一步

整合,归纳为更抽象和综合的主题类别。

2 结果

2.1 文献筛选结果 通过数据库检索与文献追溯,
共获得文献1

 

124篇(其中中国知网28篇,维普网8

篇,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21篇,SinoMed
 

29篇,
PubMed

 

237篇,Web
 

of
 

Science
 

370篇,PsycINFO
 

103篇,Embase
 

147篇,CINAHL
 

181篇)。去除重

复文献602篇,阅读题目和摘要排除363篇(其中与

主题无关297篇,研究类型不符64篇,非中英文文献

2篇);阅读全文复筛后排除文献147篇(其中研究对

象不符65篇,研究内容不符70篇,研究设计不合理3
篇,重复发表6篇,未能获取全文3篇)。最终共纳入

12篇[10-21]。
2.2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与文献质量评价结果 纳入

文献基本特征见表1。文献质量评价显示:2篇[13,18]在

所有条目评价均为“是”,为A级;10篇[10-12,14-17,19-21]为

B级,其中2篇文献[15,21]在条目1“哲学基础与方法学

是否一致”评为“不清楚”,1篇[12]在条目2“方法学与

研究问题或研究目标是否一致”评为“不清楚”,9
篇[10-12,14-17,20-21]在条目6“是否从文化背景、价值观的

角度说明研究者自身的状况”、条目7“是否阐述了研

究者对研究的影响,或研究对研究者的影响”评为

“否”。
2.3 Meta整合结果 

从12篇文献中共提炼出42个主要结果,类似结

果归纳为11个新类别,整合为4个主题。
2.3.1 整合结果1:艰难的决策过程

2.3.1.1 类别1: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由于患

者的健康状况与治疗措施效果不明确,导致代理决策

者不知道如何做出最佳决策或者认为会做出让自己

后悔的决定(“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决

定”[18])。患者的治疗结局难以准确预判(“我不知道

他需要插管这么久”[11])、患者选择意愿的不确定性

(“你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做出错误的决定,
而不是孩子的决定”[19])致使代理决策者陷入决策困

境。
2.3.1.2 类别2:决策时限紧迫 由于患者病情变

化迅速,代理决策者需迅速开始接受患者的病情恶

化,并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做出决策(“突然,他问我

是否选择插管,是否救他”[11])。此外,亲属作为有关

延长生命治疗决策过程的参与者,但很少被联系,直
到患者的病情恶化,因此缩减了代理决策者可以考虑

的时间(“人们对谈论死亡有一种禁忌”[17];“主要是

当时的情况很紧急,根本就没有商量的时间”[12])。
2.3.1.3 类别3:患者生命与尊严之间的抉择 代

理决策者在决策时需权衡生命延续措施(如机械通

气、心肺复苏等)与维护患者生活质量和尊严之间的

利弊,大多数家庭照护者描述了接受机械通气的患者

生活 质 量 差 (“他 神 志 不 清,吞 咽 困 难,难 以 沟

通”[11])。在做出停止治疗的决定之前,代理决策者

经历了是否停止或继续进行延长生命治疗的困境

(“我们不舍,但看到他受苦真是太遗憾了,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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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停止使用呼吸机”[18]),希望患者的尊严可以得

到尊重(“我认为这是不好的迹象,如手冷、脚肿胀或

束缚”[20])。

表1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作者 国家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感兴趣的现象 主要结果

唐莉等[10] 中国 现象学研究;半
结构化访谈

14名ICU机械通气

患者的代理决策家属

探讨家属在代理决策过程中

的真实体验

3个主题:决策行为类型多样;决策内心

活动复杂;决策挑战多维化

Lee等[11] 中国 现象学研究;半
结构化访谈

21名长期机械通气

患者的家庭照顾者

揭示台湾家庭在家人生病期

间经历的漫长痛苦

3个主题:压力决策;同伴疼痛/不适;不
愿接受姑息治疗

安晓等[12] 中国 半结构化访谈 12名重症监护室患

者代理决策亲属

探讨代理决策者决策疲劳现

象及影响因素

5个主题:决策能力有限;负性情绪加剧;
决策过程中的困境;决策过程中的冲突;
决策支持资源不足

Beyer等[13] 德国 描述 性 质 性 研

究;半结构化访

谈

12名新生儿父母 新生儿父母对临终决策中共

享决策的体验

3个主题:家长在维持生命治疗决策中的

角色体验;家长评估他们在维持生命治疗

决策中的经验角色;家长对自己在维持生

命治疗决策中的角色偏好

Limerick[14] 美国 扎根理论 17名ICU患者的代

理决策亲属

了解ICU中保留和撤回维持

生命措施的代理决策者选择

的过程

3个主题:个人领域(团结家庭支持,评估

患者过去和现在的状况,观察过去和未来

的生活质量);监护室环境领域(与医疗团

队确定可能的医疗结果);决策领域(达到

一个新的信念,独自做决定,并传达决定)

Tanaka
等[15]

日本 描述 性 质 性 研

究;半结构化访

谈

14名维持生命治疗

患者的代理决策家

属

阐明代理决策者做出维持生

命治疗选择的判断依据

4个主题:以患者偏好为导向的因素;以患

者兴趣为导向的因素;以家庭偏好为导向

的因素;平衡患者/家庭偏好导向的因素

Buckey等[16] 美国 扎根理论 59名代理决策亲属 代理决策者在做出维持生命

治疗决定的经历

4个主题:决策过程对代理决策者情绪的

影响;难以眼睁睁地看着亲人的健康状况

恶化;生前遗嘱或其他书面/口头指示的

重要性;灵性作为应对替代体验的一种手

段

Dreyer等[17] 挪威 描述 性 质 性 研

究;深度访谈

15名来自10家疗养

院患者家属

家属作为代理决策者的角色

体验

5个主题:亲属作为有关延长生命治疗决

策过程的参与者;决策参与程度受限;希
望生命末期患者的营养和水分支持可以

得到满足;希望可以继续住院;亲属贬低

患者给予同意的能力

Nilmanat
等[18]

泰国 描述 性 质 性 研

究;深度访谈

15名参与撤回维持

生命治疗决策的家

庭照顾者

探讨家庭照顾者在参与撤回

维持生命治疗相关决定的经

验

4个主题:面对困境;权衡选择;做出双方

同意的决定;接受生活的现实

Edwards
等[19]

西班牙 描述 性 质 性 研

究;半结构化访

谈

44名参与有创或无

创长期通气决定的

父母

评估有慢性呼吸衰竭和生命

受限疾病儿童的家庭需要和

想要做出明智的决策

4个主题:父母在决策方面的情绪和心理

体验;父母的信息需求;父母的沟通和决

策支持需求;父母对不开始长期通气选择

的看法

Choi等[20] 韩国 民族志;深度访

谈

ICU
 

23名 护 士、10
名医生和4名家庭

成员

探讨护士、医生及家属在ICU
停止生命维持治疗的经历

2个主题:家庭成员的决策权利;患者的

尊严

Dale等[21] 加拿大 纵向 描 述 性 质

性研究;访谈

18名家庭照顾者 探索需要延长机械通气患者

家庭照顾者的支持需求和护

理过程

2个主题:照顾者需求(信息需求、情感需

求、培训需求、评估需求);照顾者与健康

相关的生活质量

2.3.1.4 类别4:决策过程的导向因素 代理决策

者在决策过程中会根据多种因素考虑符合患者与家

庭的最佳利益,如经济因素(“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没

有医药费”[12],“我已经停止工作好几个星期了”[18])、
患者明确的预后(“在预后不利的情况下,不要让他感

到痛苦”[13])、患者偏好(“事先表示不想与连接到身

体的各种机器一起生活”[15])、家庭偏好(“当她无法

注意到周围任何她可以享受的东西时,这是不值得为

之而活的生活”[13])、平衡患者/家庭偏好导向的因素

(“做 出 放 弃 治 疗 的 决 定,可 担 心 两 个 姐 姐 不 同

意”[12])等。
2.3.2 整合结果2:复杂的心理和情绪体验

2.3.2.1 类别5:决策压力 权衡多种现实条件之

下无奈做出违背患者意愿的决定(“我们提供家庭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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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根本不现实”[15]),因不想让患者身体受伤害做出

违背决策者自身意愿的医疗选择(“我们不想再看到

他受苦了”[18])以及道德谴责(“担心医疗团队会把我

视为一个冷漠的父母”[19])。此外,家庭成员之间意

见不一致(“我需要说服与患者最亲近的岳母”[15])使
决策压力加剧。这种情况使他们陷入道德困境,并感

到被道德谴责。
2.3.2.2 类别6:复杂多样的负面情绪 代理决策

者因亲人病重以及必须做出医疗决策,出现沮丧(“这
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感觉”[19])、内疚感(“尽管这可能

违反了医疗建议,但我已经尽力了”[20])、挫败感(“我
不知 道 这 个 会 延 长 他 的 生 命,还 会 延 长 他 的 痛

苦”[13])、强烈的痛苦(“由于我们的自私,我们正在加

剧父亲的痛苦”[20])、恐惧与悲伤(“这是我一生中最

可怕的经历,几乎摧毁了我的情感”[16])。加之患者

病情恶化出现的焦虑与无助(“插管时我就一直很紧

张,签字的时候手都是抖的”[10])。
2.3.3 整合结果3:多样的决策需求

2.3.3.1 类别7:信息需求 做出明智而正确的决

定需要广泛、具体、真实的病情信息,包括并发症、预
后(“我认为父母需要知道一切,好的和坏的”[19])。
代理决策者需要了解患者病情变化的过程、患者可能

出现的病情变化及应对方法(“我们需要答案,我们需

要知道术语,这意味着什么”[21]),目的是使代理决策

者能理解医患沟通中所涉及信息的含义(“在一次病

情沟 通 中,我 当 时 不 明 白 谈 话 的 内 容 意 味 着 什

么”[13]),理解什么对患者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仅为了

让代理决策者完成知情同意书的签署(“希望医生能

够跟我多交流一下,让我知道我做的决定对患者有没

有帮助”[12])。
2.3.3.2 类别8:情感需求 代理决策者在决策过

程中常经历多维的情感挑战。与医生建立信任关系

(“重症监护室里有一名护士,她很安慰我”[14])、被理

解与尊重(“希望医院能提供一些探视的途径让我们

能每天看到他”[12])、希望医护人员可以满足共情支

持(“他们非常粗鲁,我真的,我不知道是该为我丈夫

哭还是该为自己哭”[21])。在患者病危时能够在患者

身边陪伴是决策过程中重要的情感支持,有助于平衡

情感和理智(“感谢你帮助我在最后一刻站在他身

边”[20])。
2.3.3.3 类别9:决策支持需求 由于艰难的决策

情境及认知不足,代理决策者需要医护人员专业的建

议帮助决策(“希望服务提供者对所有事情都有意见

和建议”[19]),帮助明确患者的意愿(“一份遗嘱会让

事情变得更容易”[16]),并且通过连接医务人员和家

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传达代表家庭的意见,在情感上

支持决策者(“首先,我有一个庞大的支持系统”[14])、
以及相似困境下的同伴支持(“如果一个家庭来找我,
他们即将踏上与我已经经历的相同旅程,我会告诉他

们要保持坚强”[19])为决策者提供决策支持。
2.3.4 整合结果4:生命末期的综合考量

2.3.4.1 类别10:终末期照护 当判断患者没有治

愈的希望时,医疗团队和家属需考虑处理终末期照护

问题。考虑患者的生理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不能只

说他什么都不想吃”[17])、希望患者的尊严可以被维

护(“渴望舒适的死亡”[20])、对于姑息治疗的误解和

担忧(“我不认为姑息治疗可以为患者做什么”[11])、
在决策过程中可能感到被动和无力(“我认为,医疗团

队没有期望我们这样做,我们也没有被期望做出决

定”[13])。
2.3.4.2 类别11:接受死亡不可避免 代理决策者

权衡所有可能的选择后,认为持续的护理是徒劳的

(“医务人员什么都做不了”[14]),也不愿接受徒劳的

延长生命的治疗(“我们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17])。
通过树立积极信念(“信念和积极的思考让我度过了

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16]),告诉自己是为了保护家

人的身体不受伤害(“担心老人身体承受能力不行,受
不了这么多治疗”[12]),可以接受患者自然舒适的死

亡(“我们真心希望病人能够安然离世”[20]),延长生

命的治疗只能被视为剥夺父母快乐的行为(“既然我

们没 有 治 愈 的 希 望,为 什 么 还 要 延 长 他 的 痛 苦

呢”[18])。

3 讨论

3.1 重视代理决策者面临的决策挑战,构建针对性

的支持体系以促进决策 代理决策者在医疗环境中

面临的挑战尤为复杂,尤其是在生命支持类的决策场

景中[22]。本研究结果显示,决策信息不明确、决策时

限紧迫、权衡患者生命与尊严是代理决策者产生决策

困境的主要因素。在面对患者健康状况和治疗效果

的不明确性时,可能导致代理决策者担心做出错误的

决策,进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尊严[18,20]。医疗团

队在这个过程中应扮演关键角色,通过提供明确、透
明的医疗信息和预后,帮助代理决策者理解各种可能

的医疗结果,可为积极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目前已

存在可 评 估 患 者 预 后 的 工 具 如 改 良 早 期 预 警 评

分[23],但尚未发现该评分应用于决策辅助。代理决

策者需要在几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做出艰难的医疗

决策,这种时限的紧迫性可能会导致决策质量下

降[24]。通过预先的疾病教育或可减少紧急情况下的

决策压力。此外,提供决策支持热线或咨询服务,也
可能在紧要关头为代理决策者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

导。目前,关于危重患者及其代理决策者临终决策支

持的有效性证据有限[25],未来可借助智能化信息系

统研究开发和评估ICU临终决策的创新决策支持干

预措施。根据文献研究,经济压力、家庭意愿和患者

的个人偏好都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13,18,20]。未来

可进行危重症患者生命支持类治疗的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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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以期为代理决策者提供经济方面的建议和支

持。同时,研究显示,事先讨论患者的意愿与较低的

痛苦 有 关,并 且 可 以 增 强 代 理 决 策 者 的 决 策 信

心[26-27]。因此,组织家庭会议预先与代理决策者一起

探讨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尊严,明确患者所希望和可以

接受的生活状态,有利于明确决策目标。
3.2 注重代理决策者的决策需求,加强医疗决策过

程中的沟通交流 既往研究表明,高质量的沟通与代

理决策者的决策信心增加及患者更短的生命支持治

疗使用时间有关[28]。但在2/3的家庭会议中医护人

员没有为死亡风险高且无行为能力患者的家属提供

替代角色的规范性指导[29]。分析原因,可能与ICU
工作任务繁重,无暇与代理决策者进行高质量的沟通

有关,不仅导致信息交流不足,同时也限制了专业指

导意见的传递。研究显示,问题提示列表有助于代理

决策者向医护人员获取决策所需信息,减少其在决策

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决策冲突及延迟情况[30]。未来可

构建危重症患者代理决策者问题提示列表,以识别其

信息需求,促进积极决策。共同决策可根据患者的价

值观和偏好共同做出个性化决策,可以促进代理决策

者与医护人员的沟通,减少心理社会困扰,并避免在

生命末期进行不必要的干预[31]。但既往研究表明,
护士对共享决策存在认知的偏差和缺乏[32],因此,未
来还需分析并克服共享决策模式推进中的障碍因素,
以促使共享决策高效实施。
3.3 共情代理决策者复杂的心理和情绪体验,增进

对决策者的理解与支持 本研究结果显示,代理决策

者需要在家庭意见分歧和医疗建议之间找到平衡点,
并且不得不在满足患者最佳利益和处理家庭内部冲

突之间做出抉择,这无疑加剧了代理决策者的道德谴

责感与决策压力。与医疗团队的关系在减轻代理决

策者决策压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3]。信任是护患

关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共情使医护人员能够更

好地理解患者的感受和需求[34],利于促进医患信任。
代理决策者在整个医疗决策过程中经历的负面情绪

包括沮丧、内疚、挫败感和恐惧。研究表明,强烈的情

绪困扰会导致信息处理能力受损,从而降低代理决策

者为危重症患者做出医疗保健决策的能力[35]。然

而,目前国内对重症患者代理决策者的研究较少,也
尚未发现针对代理决策者心理负担管理的支持体系。
因此,卫生保健人员应充分理解,弥合代理决策者的

关键性与关注不足之间的鸿沟[36],为代理决策者提

供心理健康支持和心理辅导,以期帮助代理决策者处

理复杂的情绪并减轻心理负担。

4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危重症患者代理决策者在生命支

持决策中的体验进行 Meta整合,揭示了代理决策者

的决策挑战与情感负担。但本研究纳入原始文献采

用了不同的质性研究方法(如访谈、焦点小组等),数
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不一致可能导致结果的整合性受

到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定量研究方法,进
行混合方法研究,以定量数据补充质性研究发现,增
强研究结论的广泛性和说服力。同时,也应深入探讨

代理决策支持机制,以期提高代理决策者的决策能力

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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